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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语系是世界第二大语系，也是中华民族语言谱系上的主干。由于其使用人口众多且地理分布面广，

对东亚其他语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厘清其起源和演化历程显得尤为重要。

汉藏语系的早期历史重建是目前历史比较语言学领域关注的问题之一。在汉藏语人群分布的东亚、东

南亚地区，诸多民族杂处混居，语言接触频繁，语言特征的横向扩散与纵向遗传相混杂，因此汉藏语谱系

关系与早期分化尚存争议。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下，考古学通过陶器、石器等遗物研究为判断区

域交流提供了时间和空间的尺度，通过对华西走廊地带的考古学探索，论证了甘青和西南地区的文化源

流及其在文化上的内在联系；“农业—语言共扩散”理论指导下的考古学和语言学科际整合研究共同论证

了与粟黍农业相关的汉藏先民的北方起源及其西向和南向进入河西走廊、藏彝走廊的扩张过程；加上近

期古基因组学关于汉藏先民的人群遗传结构和遗传混合历史研究，这些成果都为汉藏语系的迁徙和演化

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学科证据。因此，本文拟以语言学对汉藏语系的探索研究为纲，结合考古学和古基因

组学，更客观地展示汉藏语系的早期语言文化演化和汉藏先民迁徙的相关性，从而为跨学科探索汉藏语系的

迁徙和演化提供新思考。

汉藏语系的起源与演化：

语言学、考古学与古基因组学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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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藏语系的起源和演化历史是多学科研究中最具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语言学研究中有基于

“农业—语言共扩散”的汉藏语系中国北方起源假说和基于语言多样性的中国西南或印度东北部起源假说。

综合考古学和古基因组学视野下的汉藏语系考古学文化及其人群关系的相关研究，能够更加准确地为汉藏语

系的起源与演化进程研究提供多学科证据链。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下，考古学通过应用“河西走廊”

“藏彝走廊”和“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等概念，探索华西新石器至早期铁器时代的人文联系，为汉藏先民迁

徙和演化的考古研究奠定了基础；探讨了粟黍农业相关的汉藏先民从黄河流域的起源，以及西向和南向进入

河西走廊和藏彝走廊的扩张过程。古基因组学则从人群角度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解析了黄河流域及山东

地区粟黍农业相关古代人群对现代汉藏语人群的遗传贡献，以及汉藏先民向青藏高原和沿青藏高原东麓迁徙

最终形成现代族群分布格局的遗传混合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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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学：汉藏语系的北方起源与西南起源假说间的争议

汉藏语系起源与演化研究一直是语言学界的研究重点和焦点之一。对汉藏语系起源的语言学研究始于

19世纪，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国内外研究成果丰富，学者们分别从历史比较法、内部拟测法、语言年代学

等不同的方法和视角，综合考虑多学科证据对汉藏语分类与起源的研究进行过论述。目前，有关汉藏语系起

源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起源于距今 6000-4000年前的中国北方；①另一种观点认为起源于距今

9000年前的中国西南部或印度东北部。②

北方起源假说认为汉藏语系起源与6000年前黄河中上游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扩张相关。其

中汉语最早从汉藏语系中分离，随后藏缅语开始逐渐分化为不同语支和语言。汉语、藏语、缅甸语和其他语言

之间的发生学关系最早是在19世纪初提出的，现在已被广泛接受。早期语言学家在探索汉藏语系起源和系属

问题时主要采用比较法，通过对不同语言的比较和分类来尝试确定语言之间的关系，他们寻找不同语言中共

存的同源词，即具有相似语义，并且能够证明它们来自早期共同祖先语言的词。著名的汉藏语专家马提索夫

(Matisoff)根据传统的历史比较法对原始藏缅语与古代汉语进行了统计，两者共有300多个同源词，属于同一语

系，在6000年前开始分化。其中操汉语的人群沿黄河定居，其他群体沿着长江、湄公河、萨尔温江和雅鲁藏布

江等河谷缓慢向南迁徙，并通过对原始藏缅语的重建发现存在牲畜、农作物、铁器等原始词汇，这意味着讲这

些语言的人是定居的农民。③汉藏语经过数千年的多次迁徙才来到现在的位置。藏语传播到青藏高原的一种

可能潜在模式是，该语言是从公元前4000年前高原上种植谷子的农民所使用的语言中衍生出来的，这些语言

可能在高原南部边缘的汉藏语中得以幸存，并且是印度东北部和尼泊尔的一些语言的祖先，其迁徙路线可能

是经过中国云南和缅甸北部到达印度东北部。④

“农业—语言共扩散”理论代入语言谱系构建也有力地支持了汉藏语起源于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上游地区

的观点。复旦大学金力院士团队、法国东方语言学研究中心沙加尔(Sagart)团队和伦敦大学学院梅斯(Mace)团
队等运用贝叶斯系统发生学方法(Bayesian phylogenetic method)分别以不同的同源词数据库计算汉藏语系的谱

系分类，并构建了语言谱系树模型。⑤在上述研究中，虽然各研究团队阐释的具体分化地点和时间并不完全一

致，但在语言演化的整体趋势上都倾向于认为汉语最早从汉藏语系中分离出来；其最初分化时间分别为距今

8000年、7200年和5900年前，并随后继续分化，形成藏缅语族，时间节点是距今4600年前。

在语言演化载体——人群的研究上，三个研究团队都认为可以把早期的黄河流域粟黍农业人群看作汉藏

语系先民，这与汉藏语系北方起源扩散假说一致。其后人群分别向西、向东迁徙，给当地带来了农业技术，并

传播了包括藏缅语在内的原始汉藏语。伴随着文化差异化过程中的人群分化，语言也在同步进行分化。其

中，沙加尔团队还将“粟”“猪”“羊”“水稻”“牛”“马”等早期农牧业驯化相关的同源词引入分析，发现“粟”“黍”

“水稻”“猪”和“羊”等同源词在汉藏语早期扩张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这些同源词大部分都与中国北方的早期粟

黍农业考古学文化相关联；并根据计算出来的分化年代将语系起源与晚期磁山文化和早期仰韶文化人群相联

系，认为汉藏语第一次分化的地点为华北地区。此外，他们还识别了“水稻”“牛”“马”“小麦”“大麦”等与农牧

业相关的同源词，这些词是在与汉语分离后的汉藏语系中首次出现。这一现象也反映了汉藏语第一次分化后

的藏缅语族先民在西向和南向扩张时与周边群体的语言接触状况。

基于语言多样性的西南起源假说认为汉藏语系起源于距今10000-9000年前的东亚西南部地区，包括从

中国四川西南部、云南到印度东北部这一带地区，其语言种类多，具有丰富的多样性。随时间推移，操这些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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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人群从汉藏语的家园——中国四川盆地向外迁徙，首先进入印度东北部，然后进入北部和南部，逐步演化

出汉语、藏语、缅语、克伦语等语言。⑥西方语言学界对汉藏语系分类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其包括汉语族和藏缅

语族，但德里姆(Driem)提出新术语“跨喜马拉雅语系”来替代“汉藏语系”，指出汉语只是藏缅语族下的一个分

支，不能与其形成对立分支，并且反对语系的建立和传播是由农业扩散所介导的这一观点。

西南起源假说的拥趸结合考古学证据推测最早的汉藏语使用者不是农民，而是印度东北部喜马拉雅山山

脉东部山麓的高度多样化的觅食者，该地区具有最大的语言多样性，在接下来的几千年中发生了一系列迁徙，

其中汉语族代表了迁移到中国北方的一个群体。布莱彻(Blench)和波斯特(Post)等学者认为荞麦驯化在汉藏语

系农业发展的早期阶段非常重要，但肯定不是其原始语言的一部分，而是后来的文化传播作用所致。他们

还发现在 190种汉藏语言或方言中，“雪”的使用频率很低，由此判断“雪”是早期操汉藏语的人群所处环境

一部分的可能性很低，进一步将汉藏语的起源推向了印度东北部，并强调不可忽视印度东北部语言多样

性对汉藏语系的贡献，即如果语言表现出高度多样化的结构，那么它们更有可能在汉藏语系发生树的顶端

占有一席之地。⑦

总体来看，西南起源假说从语言迁移理论的角度，将汉藏语系的重要支系藏缅语族原始分类群的中心集

中在东喜马拉雅山、印度东北部、印度—缅甸边境、中国的云南和四川这一区域内，但因为该区域汉藏语诸语

种分布范围广、多样性最强，这也导致汉藏语的语料收集和跨语言比较工作困难重重，而藏缅语族的谱系又在

整个汉藏语系起源与分化中至关重要。要想准确把握汉藏语系，尤其是藏缅语族语言的特点及分类关系，就

必须开展深入的跨语言比较研究，这将有助于明晰不同语言之间的共性、差异及其系属。历史上各族群交叉

迁徙，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频繁接触、相互融合，因此难以准确判断汉藏语系的起源与分化情况。对同一数据

的不同解释也可能导致不同的谱系树产生，造成了语言起源和传播的不同模型。但学界结合计算机算法程

序、生物学种系发生学方法的语言谱系分类研究也确实推进了对汉藏语系的语言亲缘关系及其起源和分化时

间认识。

二、考古学：华西走廊地带探索汉藏先民迁徙与交流

前述有关语言学和考古学科际整合视野下的汉藏语系迁徙演化研究，基于“农业—语言共扩散”理论阐释

了东亚新石器时代与农业文化相关的汉藏先民的起源与演化过程。这一过程的探索离不开在中华文明“多元

一体”格局下，对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相关考古学文化的形成及其在文化上的内在关系的梳理。自20
世纪80年代起，从苏秉琦和张光直相继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⑧和“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⑨到严文明关于史

前文化差序格局的“重瓣花朵”模式，⑩再到赵辉的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理论的形成，以汉藏语系人群为

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重点。21世纪以来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则是在对中国各地

区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研究基础上探讨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

研究表明在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及其后，中原地区史前文化逐渐向周围地区扩散，其影响范围北到河套地

区，南达长江流域，东抵黄河下游，西至甘青地区，并继续沿青藏高原东麓南下影响西南地区。这一文化扩散

的趋势被视为“文化上的中国”的雏形，抑或是最早中国的萌芽，也与汉藏语系的早期分化及其人群的迁徙和

演化密切相关。在这一进程中，东亚大陆西部以甘青地区和西南地区为主体的华西走廊地带是中国考古学文

化总谱系中特征性非常显著的环节。从考古学文化区系结构、文化因素比较和生业模式转化等研究角度，联

系汉藏先民相关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华西走廊地带早期考古学文化是探索汉藏语系起源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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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节点，也是汉藏语系重要支系藏缅语族传播和扩散的重要通道。在以彩陶和粟黍农业文化因素为代表

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及在以东西方交流互鉴为特征的青铜时代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中，考古学者很早就认识

到华西地区在承接东亚南北和东西方文化过程中的重要地理和文化地位。在对华西地区早期考古学文化流

变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华西新石器至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与华北、天山北麓地区史前人文间的密切关系，寻找汉

藏语系相关考古学文化的传播、融合及先民的迁徙、演化历史进程方面，国内外的考古学者已经进行了近一个

世纪的探索和研究。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华西的甘青地区和西南地区，外国传教士及相关学者的探险式考古调查和以中

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为代表的中外学者联合考古调查就已经初步发现了本区域包括彩陶在内的丰富的新石器

时代至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并首次构建了甘青地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六期说”。自20世纪30年
代中期后，随着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与发展，中国学者开始逐步主导了华西地区的考古田野和研究工作。

在西南地区，冯汉骥、吴金鼎、曾昭爝、王介忱、林铭均等学者与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联合

组成的川康民族调查团对区域内北至岷江上游、南至金沙江南岸洱海的数十处遗址进行了调查或发掘。而

在甘青地区，夏鼐、阎文儒、裴文中、黄文弼、卫聚贤、何乐夫、吴良才等学者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以及国

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团和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联合

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推进了本区域的考古工作；并且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开始关注甘青地区和西南地区的文

化源流及其在文化上的内在联系，华西地区考古学文化探源的焦点也指向了晋陕豫交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

文化，即仰韶早中期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大规模、大范围的考古田野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华西地区两个重要的地理文

化走廊概念“河西走廊”(甘肃走廊)和“藏彝走廊”的考古探索都取得了极大的进展，考古学者在构建区域文化

年代序列的基础上也先后关注了“河西走廊”和“藏彝走廊”间的文化演进和互动关系。20世纪 80年代，以童

恩正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者从考古学文化因素传播与交流的角度，把华西地区这一具有相关文化因素

的区域作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族群和文化扩散传播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包括童恩正、李

昆声、刘世旭、格勒、马长舟、霍巍、王大道、谢崇安、邱兹惠、石硕、王仁湘、陈苇等考古学者也从黄土高原西

部、青藏高原东北部、西南山地的文化性质、生业模式、人地关系、社会形态等维度探索华西地区与周边的华

北、天山北麓地区史前人文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内部的文化特征及其传播机制。伴随

着“青铜时代全球化”理念在欧亚考古研究中的实践，“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在权杖头、青铜器等西方文化

元素和彩陶、玉器等东方文化元素的交互与碰撞中扮演着纽带的角色，也成为东西方文化元素“引进来”和“走

出去”的重要中间地带，并将中国华西地区的南北更紧密地勾连在一起，甚至影响了东南亚大陆的中南半岛

山地文化。

最近十多年，华西地区的文化谱系探索被进一步拓展，多学科研究得以继续深化，特别是在考古遗存背后

的人群动植物资源利用策略、生业模式转换和人地关系等方面。根据古气候学研究，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仰

韶文化“庙底沟化”过程中，华西地区全新世气候适宜期也进入高峰期后段，粟黍和稻作农业都进入快速发展

期。虽然粟作和稻作农业早在10000年前后就开始萌芽，但农业作为东亚北方主要经济形态是随着磁山文化

和仰韶文化沿黄河流域开始扩张而形成的，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相关考古学文化遗址的大量出现

也与黄河中上游流域的史家类型和泉护类型扩张所带来的农业栽培技术的扩散和传播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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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气候变化导致黄土高原西部地区的适耕化，为农业相关人口向青藏高原和河西走

廊扩张提供了自然条件基础。植物考古学研究发现黄河上游地区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存在密切关联，农业

技术革新是促成史前人类大规模永久定居在青藏高原的主要动力。陈发虎院士团队通过对以甘青地区为主

体的青藏高原东北部距今5200-3600年间的53处遗址的植物遗存分析发现，来自黄土高原西部的粟黍农业及

其人群沿黄河及它的支流河段逐步扩散至青藏高原东北部，并慢慢走上青藏高原。根据考古发现的遗址数

量，以及出土的动植物遗存和人工制品判断，早期阶段人群大规模定居在青藏高原东北部海拔2500米以下的

河谷地带，以粟作农业为主；在大麦、小麦等来自西亚的耐寒农作物和家畜羊传入中国西部后，在大约距今

3600年前成为甘青地区史前人群的重要食物来源，并促进了人群向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的持续定居。

而在“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南段西南地区也可见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及其相关的粟黍农业经济形态的

烙印。在西南地区距今5000年最早发现农业的川西营盘山、哈休、刘家寨等遗址都是单一的粟作农业，至距

今4000多年的成都平原桂圆桥二期时受峡江地区稻作农业文化影响而出现稻粟兼作的农业模式后，再沿“半

月形文化传播带”向南继续传播。目前可见云贵高原西北最早的农业模式仍是这一稻粟混合农业，且从遗存

的类型上看也受到马家窑风格的影响，与川西相关史前文化关联性较强。此外，这一南传进程继续通过横断

山脉进入东南亚大陆，并至少于距今4000年前传播至泰国中部的Khao Wong Prachan地区。这也与童恩正先

生提倡把中国西南放入整个东南亚文化研究中去考察，“西南地区与中南半岛及岛屿东南亚自古以来就有密

切的文化联系”的观点一致；许倬云先生同样认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至远应延伸到东南亚大陆部分的

中南半岛。其中所涉及的西南与东南亚新石器至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性质、人地关系和生业经济也是汉藏语

系迁徙与演化研究的重要问题。

结合考古学证据来看，在新石器时代粟黍农业文化沿黄河流域西向扩张的华西地区“新石器化”进程中，

粟黍农业及其人群的扩散和汉藏语的传播路径大体一致。从甘肃西部到山东东部，包括内蒙古东部、华北、中

原、关中和陇西等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中都发现了原始粟黍农业遗存，至磁山文化时大量栽培黍

的发现可见粟黍农业在生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随后在黄河流域中游地区，在以裴李岗文化、白家文化和磁山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基础上

发展而来的仰韶文化诸类型继承了粟黍农业传统，至新石器时代晚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西向形成马家窑文

化时，其工具套和陶器组合已最远到达云南西北部，在大理市宾川县白羊村、永平县新光和楚雄市元谋县大墩

子、永仁县菜园子和磨盘地等遗址的生业经济中以粟、黍、稻混合农业为主，并且均可见与马家窑文化特有的

双孔石刀和风格类似的陶器。韩建业认为这一路线代表马家窑文化扩张的“彩陶之路”南道南支线，而这一

扩张支线所涉及的区域也与现代藏缅语人群分布地区较为一致，反映了汉藏先民南向扩张的趋势。另一支南

向扩张支线南道北支线则反映了人群走向青藏高原的过程，在甘肃东部形成了与马家窑类型关联较强的宗日

文化。此外，在距今4000年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时期已经发现驯化的小麦遗存，可能是受“史前食物全球

化”进程下小麦东传的影响，也与前述演化语言学研究中“小麦”“大麦”等农业相关同源词出现的语言学时间

节点互为佐证。

三、古基因组学：粟黍农业人群主导的汉藏语系迁徙与扩散

考古学和语言学科际整合研究支持了北方粟黍农业人群扩散促进汉藏语的演化，但对于语言携带者的人

群研究没有很好的分辨力，且文化传播和人群迁徙作为考古学解释文化变迁的两个主要概念，在汉藏语系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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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与演化的研究中也各有阐述。遗传学技术手段的进步及其在人群起源迁徙研究中的应用，为研究者在人群

遗传结构层面探究考古学文化变迁和语言演化假说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近年来，随着古基因组学技术手段的

跨越式发展，古DNA样本数据的增加，古基因组学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成果，为探究汉藏先民的迁徙与演化过

程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有力证据。

在单系遗传标记研究中，现代汉藏语人群的主要线粒体单倍群A、B、D、F、M也被发现于距今 9500-1800
年前的山东地区古人类和黄河流域中游的仰韶文化人群中(青台遗址)，其中在山东扁扁洞遗址人群中发现的

最为古老的单倍群B5b2支系暗示这一支系很可能从山东地区向外扩张，从而影响黄河流域中上游人群的母

系基因库。结合在青藏高原现代藏族人群中广泛分布的单倍群A11a1a和M9a1a1c1b1a，研究表明人群的来

源可以追溯到以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为代表的北方粟黍农业人群，并根据线粒体DNA遗传变异数据计算的

分化时间定位在距今3300年在藏族人群中达到最高比例。

这也与前述陈发虎团队通过对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动植物遗存分析所得

出的观点相一致——该观点认为距今 3600年前农业技术革新促使人类大规模永久定居青藏高原高海拔地

区。对距今5200-300年(主要集中在距今5000-2500年)青藏高原及周边古人类线粒体全基因组的研究表明，

青藏高原东北边缘低海拔人群和青藏高原高海拔人群之间共享4％-8％的单倍群和2％-5％的单倍型，暗示

他们之间有直接的母系遗传联系，并且在青铜时代农业传播背景下，发生了以D4j1b单倍群为代表的由低海拔

地区向高海拔地区少量的人群流动，以及后期以M9a1a1c1ba1a单倍群为代表的高海拔地区内部人群扩张，可

见高、低海拔的古代人群均对现代藏族人群贡献了部分的母系基因。

在父系Y染色体DNA方面，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古代人群以O2a2b1-M134及其下游支系为主，而

北方地区农业遗址相关人群的父系单倍群主要是O2-M122的下游单倍群，其也在当前汉藏语人群中高频出

现，在藏缅语人群中占到了30％以上，在汉族中则占到了50％以上。之前关于现代汉藏人群中高频率存在的

O2-M122单倍群三个支系Oα、Oβ和Oγ的网络结构研究显示其为几百年的短时间内迅速扩张的星状扩散模

式，特别是O2a2b1a1-M117的下游单倍群Oα-F5和O2a2b1a2-F444的下游单倍群Oβ-F46与黄河中上游流

域的新石器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人群主流单倍群O2a2b1a-F450关系密切，其扩张时间也与在距今约5400年
前中国北方地区全面转入农业阶段的观点相契合。

自2020年以来，古人类全基因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与汉藏语系祖先人群相关的古DNA数据。研究者陆

续对黄河流域、西辽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古人类进行采样和DNA分析，构拟了

距今7500年来中国北方先民的遗传混合历史。相关研究聚焦汉藏先民最相关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至铁器

时代的遗址(石峁、金禅口、喇家、五庄果墚、晓坞、汪沟、平粮台、瓦店、郝家台、聂村、大槽子等遗址)，其中出土

的人骨样本古DNA遗传结构分析也证实了黄河流域中上游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农业人群在遗传上的连续性。

而以此为代表的具有连续遗传特征的中国北方粟黍农业人群也与考古学文化上观察到的仰韶文化西向扩散

过程相一致，反映了人群扩张驱使的文化传播。且黄河中上游新石器时代农业人群对现代的汉语和藏缅语人

群均有大量的遗传贡献(80％-90％)，是汉语和藏缅语人群共同的祖先人群，这也与语言学和考古学上推论的

黄河流域粟黍农业人群是早期汉藏语人群的观点相吻合。

此外，距今 3500-1500年前的尼泊尔 Suila、Lubrak、Chokhopani、Rhirhi、Kyang、Mebrak和 Samdzong文化相

关遗址的古人全基因组也揭示了高海拔地区人群从距今3000年以来的遗传连续性及其与东亚人群，尤其是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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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语人群更近的遗传关系；高原适应性基因EPAS1、EGLN1的衍生型等位基因的存在也反映青藏高原东北

部受到黄河流域新石器时期农业人群的遗传影响。古基因组学研究支持了定居于高海拔地区人群一定

程度的遗传连续性，以及青藏高原东缘的南北向通道——藏彝走廊在汉藏语人群的形成与分化过程中的

重要作用。向南扩张的汉藏先民与周边的南方本地群体发生遗传混合，进而形成现代藏缅语人群的南北

向的内部遗传结构差异。这一模式反映了欧亚大陆东部人群迁徙与演化进程中的语言文化传播和人群迁

徙的关联性。

四、结语

整合语言学、考古学和古基因组学的汉藏语系迁徙与演化交叉学科研究新趋势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为全面

的视野，特别是探究缺乏历史文献记载的早期语言文化演化和汉藏先民迁徙及其与周边人群融合的过程。语

言学关于汉藏语系的北方起源假说与西南起源假说为汉藏语系起源与演化研究提供了框架。在此基础上，考

古学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下探索汉藏语系相关的早期考古学文化及其传播扩散，相继以华西重要的地

理文化走廊地带“河西走廊”“藏彝走廊”和“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等概念与理论为引领开展了一系列调查

研究，探索华西新石器至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人文联系。而最新引入的古基因组学研究也从人群层面验证了

农业传播所促进的汉藏语分化与人群分离的密切关系，支持汉藏语的传播和扩散是由人群主导的传播方式，

为人群的演化历史提供较为精确的时间框架和演化过程，为语言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的人群演化

历史背景，并结合语言谱系演化模型和考古学文化及其遗存更好地从横向和纵向探究人群起源、迁徙和混合

模型。

注释：

①③J. A. Martisoff,"Sino-Tibetan Linguistics: Present State and Future Prospects", Annu Rev Anthropol 20(1991): 469-504.
②G. Van Driem,"Tibeto-Burman Phylogeny and Prehistory: Languages, Material Culture and Genes", Antiquity 72(2002): 885-897.
④G. Jacques,"Origins of Sino-Tibetan, Bringing in Evidence from History, Biology and Archaeology", eds. H. Kristine, M. Yankee,

P. David, S. Hiroyuki, Oxford Guide to the Tibeto-Burman Languag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⑤参见M. Zhang, et al.,"Phylogenetic Evidence for Sino-Tibetan Origin in Northern China in the Late Neolithic", Nature 569(2019):

112-115; L. Sagart, et al.,"Dated Language Phylogenies Shed Light on the Ancestry of Sino-Tibetan",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1.116
(2019): 10317-10322; H. Zhang, et al.,"Dated Phylogeny Suggests Early Neolithic Origin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Scientific Reports
1.10(2020): 20792.

⑥G. van Driem,"Tibeto-Burman Vs Indo-Chinese", eds. L. Sagart, R. Blench, A. Sanchez-Mazas, The Peopling of East Asia: Putting
Together Archaeology, Linguistics and Genetics(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5) 81-106.

⑦R. Blench, et al.,"Rethinking Sino-Tibetan Phylogen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rth East Indian Languages", eds. N. W. Hill, O. S.
Thomas, Trans-Himalayan Linguistics(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14) 71-104.

⑧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⑨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载于《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编辑组：《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文

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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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安特生：《甘肃考古记》，乐森璕译，北京：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25年。

参见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吴金鼎、曾昭爝、王介忱：《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

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42年；林铭均：《四川威州彩陶发现记》，《说文月刊》，1944年四卷合订本；凌曼立：《四川理番县佳山寨

史前拾遗》，《考古人类学刊》，1963年第21、22期合刊。

参见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4期；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1期；

裴文中：《甘肃史前考古报告》《中国西北甘肃走廊和青海地区的考古调查》，两文均载于裴文中：《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北

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

参见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年；裴文中：《甘肃史前考古报告》《中国

西北甘肃走廊和青海地区的考古调查》，两文均载于裴文中：《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郑德坤：《四

川古代文化史》，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文物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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